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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城镇化是中国在城镇建设从量变到质变转变过程中提出的

新发展战略， 是转变过去以高扩张、 高耗能、 高排放为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方

式， 实现城镇人口、 经济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在剖析绿

色城镇化内涵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作者从产业、 空间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发

达国家的有关实践经验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结合国外绿色城镇化的

经验借鉴和启示， 针对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内在需求， 作者认为中

国需要从产业、 社会和空间管治等方面全面落实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 并建

立政府、 企业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绿色城镇化建设机制。
关键词　 绿色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９１􀆰 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 － ８５１Ｘ （２０１８） ０１ －
００６６ － １２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Ａ 类） “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专项之全景美丽中国之城市可

持续发展模拟与智慧城市评价” （批准号： ＸＤＡ１９０４０４０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空间演化机制研究” （批准号： ４１５３０７５１）；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研究会会员项目 （批准号： ２０１４０４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可桢杰出青年学者计划 （批准号： ２０１６ＲＣ１０１）。

【作者简介】 杨振山 （１９７９ －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０１； 程哲

（１９７９ －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邮编： １００８７１， 本文通讯作者； 李梦垚 （１９９４ －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

筑、 规划与保护学院硕士研究生； 林静 （１９８８ －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 当然文责自负。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 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低起点、 高

速发展的过程。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５ 年， 城镇常住人口从 １􀆰 ７ 亿人增加到 ７􀆰 ７ 亿人， 城镇

化率从 １７􀆰 ９％ 提升到 ５６􀆰 １％ ， 年均提高 １􀆰 ０３ 个百分点。 以城镇建设带动经济高

效、 快速发展， 城镇化和工业化同步前进的局面已然形成。 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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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人居环境大幅优化， 城镇发展进入全面质量提升阶

段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ａ）。 一般认为，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传统的城镇

发展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使用大量化石能源的同时， 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

这一背景下，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 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 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构建科学合

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 城镇化的绿色转型成为当前和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主题。
事实上， 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绿色发展的有关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田园

城市理念在发达国家已深入人心。 ２１ 世纪初期， 国际社会包括 ＯＥＣＤ、 ＵＮＤＰ 等国际

组织相继提出绿色增长的观点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２０１４； Ｌｉ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
希望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 摆脱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的耦合过程， 保持能源和环境

的可持续性， 并同时关注社会公平， 降低贫困， 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 （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这些理论和实践从不同方面为中国推进绿色城镇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鉴

于此， 本文首先阐述绿色城镇化的内涵， 其次从产业、 空间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发达国

家的有关实践经验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最后结合国外绿色城镇化的经验借鉴

和启示， 针对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内在需求， 对中国方兴未艾的绿色城镇化

提出建设建议。

二、 绿色城镇化的内涵及中国现状

绿色城镇化是指转变以高扩张、 高耗能、 高排放为特征的旧有城镇化发展方

式， 实现城镇人口、 经济与资源、 环境相协调， 资源节约、 低碳减排、 环境友好、
经济高效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魏后凯、 张燕， ２０１１）。 就国际经验而言， 绿色城镇

化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一般与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等因素

相关。
西方国家在绿色城镇化相关理论和实践上先行一步。 从早期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

论， 到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生态学， 相关的研究从城市景观和生态等方面为绿

色城镇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Ｌａｗ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Ｔ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绿色城镇化反映了中国从社会、 经济、 景观、 环境和生

态等多方面更加系统化探索城镇绿色、 低碳发展的途径。 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也

曾出现过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大量增

加、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交通拥挤、 公共卫生环

境治理水平下降都曾困扰西方城市发展， 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 绿色产业等概念应运

而生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Ｐｅｒｉｎ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环境污染加剧，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成为广泛共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绿色” 理念

逐渐渗透到绿色规划、 绿色生产、 绿色流通、 绿色消费等多个领域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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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ｒｅｓ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如今，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也开始注重环保、 绿色、 低碳

的城市发展。
中国的绿色城镇化是在基于中国城镇化现状、 发展趋势和具体国情等背景下，

破解传统模式中城镇化与生态环保、 经济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而

提出来的。 绿色城镇化在中国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理念和战略。 绿色城镇化的理念在

中国出现和提倡的时间并不长，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和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的发布， 研究热度才开始提升 （温鹏飞等， ２０１６）。 其原因在

于： 一方面，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环保

意识和品质生活意识不断提升， 更加关注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快

速城镇化带来的系列问题， 如城市过度蔓延、 资源短缺、 污染严重、 环境恶化、 城

市病突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绿色城镇化的需求凸显。 近几年社会各界

开始积极提倡和落实绿色城镇化理念， 并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有所体现。 李为

和伍世代 （２０１６） 通过多指标评价系统构建绿色化与城镇化动态耦合模型， 阐释了

绿色化与城镇化耦合互动机理。 宋慧琳和彭迪云 （２０１６） 构建了以人口转移、 经济

发展、 生态环境、 城乡统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一级指标的绿色城镇化测度指

标体系。 冯奎和贾璐宇 （２０１６） 认为应从产业政策、 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和社会政

策等方面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 董泊 （２０１４） 提出应从规划、 建设、 管理等各个层

面多管齐下推进绿色城镇化。 张晶和张哲思 （２０１４） 指出绿色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

要实现的目标， 科技创新是实现绿色城镇化的保障。 总体而言， 目前的研究和实践

仍处于碎片化、 阶段化、 单一化态势， 缺乏系统的全域的多维度的建构和落实 （高
红贵、 汪成， ２０１４）。

绿色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绿色城镇化应当围绕以人为本的基本

内核， 通过城镇空间形态和规模结构的优化，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治理机制， 从

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推动环保和资源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打造城镇发展

新的经济引擎，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见图 １）。 就产业、 社会、 空间三个维度

而言， 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人居空间的生态化和社会和谐提供发展基础， 市场为基

础、 法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为空间均衡和产业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结构合理、
尺度适宜、 交通便捷、 功能混合、 生态宜人的空间模式为绿色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就绿色城镇化的特征而言， 集约指的是城市建设更加紧凑和产业更加高效； 惠民

指的是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 成果要为广大群众共享； 智能指的是城市化与信息

化相结合， 以信息化促进城镇化， 用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智能化管理； 绿色指的

是尊重自然规律， 加强生态保护， 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目标；
低碳指的是减少能源消耗， 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优化

能源结构。
就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 从产业维度看， 中国传统的人力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

资金密集型产业存在高污染、 高能耗、 低效率、 低产出等不足， 在经济新常态和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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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绿色城镇化的内涵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 需要转型升级。 绿色城镇化需要绿色产业体系的支撑， 要以循

环经济为方向， 高效集约利用资源 （冯奎、 贾璐宇， ２０１６）。 从空间维度看， 中国以

往的城镇化，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快速城镇化， 导致城市过度蔓延而占用大

量耕地， 能源资源浪费严重， 环境污染突出， 城市病急剧凸显， 空间结构不均衡， 空

间形态不合理， 人居环境不和谐 （陆大道等， ２００７）。 从社会维度看， “两型社会”
虽已提出多年， 但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绿色城镇化缺乏社会共识， 尤其是 “中央

—区域—地方” 竖向层级分工和 “理念—制度—规划” 横向职能划分相统一的综合

顶层设计有待加强。 总之， 绿色城镇化包含了经济低碳化、 环境友好化和社会包容化

等多重含义 （张晶、 张哲思， ２０１４）。 换言之， 绿色城镇化应该是城镇建设、 产业发

展和社会治理三位一体的综合发展方式。

三、 城镇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 绿色产业发展

绿色产业是绿色城镇化的发展基础和物质保障。 绿色产业指低耗能、 低污染的产

业， 包括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 新材料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等

领域 （刘国涛，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 国际绿色产业联合会将绿色产业定义为 “在生产过

程中基于环保考虑， 借助科技， 以绿色生产机制力求在资源利用上节约以及污染减少

的产业”。 绿色产业可分为以生态环保为特色的绿色农业、 以绿色科技为导向的生态

工业和以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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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绿色农业

农业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绿色农业是环境保护新形势下农业发

展的新趋势， 以生态农业、 有机农业为代表的绿色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

的实践经验 （刘星辰、 杨振山， ２０１１）。 如德国长久以来就有生态农业的概念， 农业

生产中不用化学合成的药剂、 化学肥料、 抗生素等， 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 使

用天然饲料、 有机化肥、 生物杀虫剂等。 欧盟在 １９９１ 年颁布了 《关于生态农业及相

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 对于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 可用原料等均加以规定和限制。
德国生态农业协会制定的标准还高于欧盟的规定， 企业如欲加入协会以将其产品作为

生态产品销售， 必须经过 ３ 年的完全调整 （秦利、 齐阳， ２０１４）。
总体来看， 绿色农业强调以下几方面。 一是资源节约。 强调农业生产内部的循环

利用和再利用， 减少农业对外部资源的投入使用， 尤其是减少农业对石化能源的依

赖， 从而减少对能源的消耗。 二是限制污染物的排放。 通过科技进步减少农业生产中

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 同时运用清洁和环保等理念加强农业生产的控制， 加强风

能、 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 减少农业生产利用能源时所可能产生的污

染物排放。 三是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 低碳农业的发展是以不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为前提， 在农业生产向着绿色有机转变、 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 为农业生产

和农民增收带来附加值 （刘星辰、 杨振山， ２０１２）。
２􀆰 绿色工业

工业转型是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产业升级和人居环境质量要求的提

高， 高耗能、 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绿色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在工

业转型过程中， 科技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心环节 （陈因， ２０１４）。 在信息知识的

交流和创新技术的带动下，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被进一步激发， 实现资源密集型

工业向知识密集型工业发展的转变。 ２０ 世纪中后期， 美国重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
工业的研发投入以及科研人数却有明显的增加。 美国的工业研发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一直保持在 ２􀆰 ５％以上， 研发经费与 ＧＤＰ 保持着同步增长， 每年的研发投入约占国家

工业化总投入的 ４３％ （熊光清， ２００３）。 美国还重视发挥科研机构的作用， 如匹兹堡

为实现产业转型预升级， 联合了 ３０ 多所大学和学院组建城市发展公私合营机构， 主

要目的是培养和吸引人才， 参与棕地开发、 增加技术供给和激励校园创业等 （袁建

峰， ２０１５）。
３􀆰 绿色服务业

绿色服务业将减量化、 再使用、 再循环的原则落实到服务产业内各行业部门， 包

括绿色食品加工、 绿色储运系统、 绿色餐饮业、 生态旅游业等 （任勇等， ２００５； 夏

杰长， ２０１３）。 基于第一、 第二产业的绿色服务业发展能拓展绿色产业链， 生成新的

特色产业， 更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产业的共生发展， 提升城镇化水平。 如

日本的 “一村一品” 造乡运动， 通过挖掘各村镇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资源、 农业资

源和人文资源， 吸引城市中的人们到乡村进行文化旅游， 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有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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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当时城乡发展差距大、 农村人才缺失的问题。 而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是一个在平

坦的农业地区上建设起来的具有吸引力的 “绿色城市”， 在服务业和城市环保方面积

累了丰富经验 （张城国， ２０１１）。 米尔顿凯恩斯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疏散伦敦过于集中

的人口。 其位于伦敦与伯明翰之间，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完善的现代化设施， 该城大力兴办零售、 信息、 咨询、 保险、 科研、 教育培训等服

务业， 吸引了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促进了服

务业的发展 （许进、 王国强， ２００３）。
（二） 城镇建设经验

不同于以往的以空间无序蔓延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城镇化， 绿色城镇化在城市空

间增长和空间结构上， 并不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 而是强调通过各种规划理念、 管理

制度和技术措施等的综合运用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 强调城市环境肌理的合理塑造，
强调精明集约紧凑发展， 强调城市的智慧管理和弹性发展， 强调地域功能、 空间组织

和人居环境的统一。
１􀆰 生态塑造绿色城市环境肌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 生活协调发展的纽带， 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如规划总用地面积 １１３２ｋｍ２ 的芬兰维基新区在 ２０１０ 年建成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

科学园， 其南侧保留大面积农田和一片占地 ２５４ｋｍ２ 的湿地， 并在居住区间让出一条

蜿蜒的南北向绿色廊道， 连接实验区内外自然生态系统， 形成以生态为主题的居住

区、 自然开发区、 科学园区以及商业服务设施的有机协调。 维基新区的绿地系统采用

“指状结构”， 一根根绿色手指从主骨架 （绿地、 农田和自然区域） 上伸出， 分别渗

入住宅所围合和界定的庭院和街巷中， 贯穿绿地系统的则是同城市公路相分离的步行

体系和自行车专用道 （Ｖｕｏｒｉｓａｌ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吴晓、 顾震弘， ２００７）。 德国弗莱堡丽

瑟菲尔德新区和沃邦小区的建设则以生态目标为导向， 一方面， 大力推广低能耗建

筑、 综合利用太阳能和雨水再利用等技术； 另一方面， 保护和提升绿地质量， 形成良

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不仅改善了城市的气候， 也为居民提供了游憩场所 （杨方义，
２００９）。

２􀆰 智慧引领绿色城市建设管理

智慧城市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方向 （许庆瑞等， ２０１２）。 如富腾公司、
斯堪斯卡公司和 ＡＢＢ 公司在芬兰推出智能城市生活概念， 将创新的智能电网解决方

案全方位提供给用户。 这种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城市生活新概念将使城市公寓的净能源

消耗最小化， 实现家庭的节能减排。 此外， 智慧城市在芬兰赫尔辛基的多个领域得到

了应用， 比如城市路面安装了道路传感器， 可以搜集路面湿滑、 车流量等实时数据，
并由管理部门将数据第一时间发送给车辆的接受设备； 车载设备可以搜集车辆的移动

数据， 雨雪天司机刹车时便会将刹车数据传递回系统中， 智能管理中心再将这些数据

传递给路面的终端用户， 为其提供行驶道路的选择。 高质量的数字信息管理、 巨大的

数据库保证一整天的信息收集， 加上智能化的交通出行管理系统， 可以有效提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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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
３􀆰 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韧性

自然降水和水体管理是城市发展的难题之一。 绿色城镇化不仅要确保城市具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 同时也要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 尤其是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

能力。 近年来， 中国很多的城市频受雨水冲击， 反映出城市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存在一定问题。 而德国和瑞典在海绵城市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德国海绵城

市的建设得益于发达的地下管网系统、 先进的雨水综合利用技术和规划合理的城市绿

地。 现代化的排水设施能够高效排水排污， 并起到平衡城市生态系统的作用。 尤其是

分离管道系统， 即污水和雨水分别在不同管道中进行处理的方式大幅度提高了水处理

的针对性和处理效率。 瑞典则将水体管理、 小区设计和水资源利用高效融合起来。 在

社区内通过水系与老城中心连接起来、 实现每座建筑物直接与水的接触， 采用滞留、
渗透、 收集和排放结合的方式进行雨水管理和污染物收集， 极大地提高了水系统的生

态调节与休闲功能。
４􀆰 湿地是重要城市绿色空间

城市中的湿地是城市绿色的核心， 具有特殊意义。 保持 “绿心” 的开放性可

有效防止城市蔓延并获得较高的空间质量。 即使是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 欧洲的

城市也一直努力保护 “绿心” （Ｋüｈｎ， ２００３）。 如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有一个面积

超过 ４００ｋｍ２ 的 “绿心”。 受行政体制影响， 这一区域城镇的发展相对分散。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兰斯塔德与 “绿心” 一直是荷兰规划政策的核心， 相继实施过居

住组团、 内城更新、 紧凑城市、 网络城市等方案。 ２０００ 年荷兰政府提出城市网络

的概念， 把兰斯塔德作为最重要的建设地区。 目前， 兰斯塔德地区已经构建了涉

及多个空间尺度的合作网络， 重点强化地区间的合作机制 （杨振山、 蔡建明，
２００８）。 其最新发展战略 “兰斯塔德 ２０４０ 综合发展计划” 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

层面加强西南三角洲到艾瑟尔湖地区 “蓝绿三角洲” 区域的保护与发展， 特别是

要保障堤坝设施， 预防河水泛滥， 促进航运和商贸发展， 保护环境的景观多样性，
修建城市户外休闲娱乐区等。 湿地的合理利用使得兰斯塔德地区发展张弛有度、
合理有序。

５􀆰 紧凑降低城市能源消耗

城市是能源消耗的主要区域， 紧凑城市模式通过高密度开发、 土地混合利用和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等方式减少能源消耗， 并为人们创造多样化、 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因此紧凑城市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形态选择。 为应对市区过度蔓延、 中心城区空

洞化、 商业设施大规模外迁、 公共设施开支扩大等问题， ２００９ 年日本的富山市在城

市规划中提出要构建以公共交通为轴线进行节点中心开发的紧凑城市。 其经验表明实

现紧凑城市的关键是公交导向发展， 即以公共交通为轴线、 以车站站点为中心来设定

步行圈， 引导居住、 商业、 文化、 娱乐等多样化功能和生活设施集中布置到火车站和

公交干线沿线站点周边的生活据点， 强化轨道线路、 地区生活节点等与城市内公交线

２７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路的灵活衔接， 提高市民利用公共交通的便利性， 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栾志理、
朴锺澈， ２０１３）。

（三） 绿色友好型社会构建经验

绿色友好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 反映了人们对于高质量环境的追求。 绿

色友好型社会不仅反映了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也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则和管理体系

的变化。 绿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建立以废弃物收集处理和回收利用为亮点

的多元参与的低碳型社会运行机制， 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政府管制模式

作为实施保障。
１􀆰 以废弃物收集和处理为亮点的低碳型社会运行体制

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和处理是低碳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 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

经济最早、 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制回收系统

（Ｄｕａｌ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ＤＳＤ） 是循环经济的典型 （Ｃｈｙｎｏｗｅｔｈ，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０ 年，
德国颁布了第一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规， 要求减少包装废弃物的产生， 同时采取强制

措施要求各生产企业负责其产品及包装的回收。 为此， ９５ 家生产厂家、 包装物生产

厂家、 商业企业和垃圾回收部门联合建立了双元回收系统， 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

分类， 然后再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 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

商 （李伟、 白梅， ２００９）。 另外， 德国自 １９９１ 年开始对包装物进行分类， 在需要回

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 收费标准则是根据回收废旧包装件的类型、 重量、 体积

和面积进行计算。 消费者将废旧包装放入盛包装物的分类垃圾箱， 然后由回收企业进

行处理。 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 其他一切均依靠市场机制运行。
２􀆰 以法治为核心的政府管制保障

发达国家在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如德国废弃物回收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日本的多层次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包括基

本法、 综合法、 专业法等）， 以及美国的混合立法模式 （见表 １）。

表 １　 发达国家促进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

主要国家 法律法规 层级

德国

《再生能源法》

《环境计划法》

《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

《城市废弃物环保健康处理法》

《废弃物法案》

《关于避免和回收利用废弃物法案》

《有毒废弃物以及残余废弃物的分类条例》

《包装以及包装废弃物管理条例》

《污水污泥管理条例》

基本法

综合法

专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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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国家 法律法规 层级

日本

《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

《绿色采购法》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

《促进容器和包装分类回收法》

《固体废弃物管理与公共清洁法》

《建筑材料回收法》

《食品回收法》

《报废汽车循环利用法》

《家用电器回收法》

基本法

综合法

专项法

美国

１９７０ 年《国家环境政策法》

１９８０ 年修订《资源保护和回收法》

１９９０ 年《污染预防法》

各州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

基本法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 发达国家在环境友好型社会营建过程中， 一方面加大资金

投入， 另一方面加强责任意识。 如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污染者负担政策、 污染收费政策

和治理污染优惠政策等， 德国则实行高收费政策， 提高排放税， 并对减少污染排放的

企业给予奖励。

四、 绿色城镇化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未来城镇

化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人与自然、 城镇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和谐发展。 为此， 必须

改变粗放型城镇化模式， 以绿色发展来构造集约型城镇化模式， 努力建立与之相适应

的环保产业， 通过城镇人口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经济与环境的共同提升来实现城镇化

的绿色转型。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 绿色城镇化具有 “集约、 惠民、 智能、 绿色、 低碳” 的特

征， 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全面结合发展实际和国内外先进经验， 从产

业、 社会和空间管治等方面全面落实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 绿

色城镇化既要促进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的合理分布， 优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

城镇发展规模与速度之间的关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 也要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环保和资源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按照社会发展需要和建设绿色城镇化的需求，
打造城镇发展新的经济引擎。 产业的绿色化对实现绿色城镇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

用， 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的问题， 加快形成支撑绿色城镇化的产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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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城镇化离不开产业支撑， 推进城镇化绿色转型更需要实现产业的绿色发展。 应

通过积极控制增量、 优化存量的方式， 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当然， 本文只是从

产业、 社会、 空间等不同方面总结和探讨了国际经验对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启示， 其

应用还需更加符合具体国情， 未来研究也需探讨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 以期更

好地发挥整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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